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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以后，随着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发展，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研究也发展起来，

相关成果不断问世。1950年，胡华在《怎样教学革命史》一文中，谈到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时，就

提出了科学性的问题：“为了把此历史提高到马列主义科学的地位，还要认真有系统地学习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正确的观点来研究。”a这里已提出了只有掌握正确的理论，只有学好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才能提高到科学的水平。这是对研究中国革命史说的，也

是对研究中共党史说的，胡华认为近三十年的中国革命史，实质就是中共党史b。

胡华的《关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1954年教学和研究工作计划要点问题的补充说明》是1954年

9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会议上的讲话稿。这是有关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理论研

究文章，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研究文章。其中在谈到研究要求时，强调要有的放矢地做创造

性劳动，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方法论，研究实际材料，具体就是：1、发掘资料加以科学整理和

访问资料加以科学整理；2、理论问题经过独立思考并加以阐发；3、要有材料，有自己论点，不要抄

袭、人云亦云。既无思想的加工又无材料的发掘的东西不能算是科学研究c。在谈到资料工作时说：

要提倡收集材料，访问历史人物，树立对资料的重视和严肃考订的精神d。这些都是科学的中共党史

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1959年1月，中央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高校开设中共党史政治理论课，随后曾经开设的中国

革命史政治理论课改为中共党史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中陆续开设。怎么讲好中共党史政治理论课，

怎么拓展中共党史研究，成为中共党史学界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胡华在《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

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根据多年中共党史教学、研究的经验，发表了自己长期积累的一些看法，

明确提出要建设科学的中共党史学科问题。中共党史学科虽然作为政治理论课来开设，但从其学

术的结构、体系、性质来看，应该是归属于历史学科的，所以也存在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胡华抓

住这个史学界、党史界的这个热门问题，指出：一部党史本身，就体现了历史发展和理论发展的

一致，也就是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一致；具体地讲也就是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与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党的全部活动的历史，只有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和总结，党史的研究才能提高

到科学的地位。从这两方面来说，党史科学本身，就应该是史和论的统一、史和论的结合；无论

偏废了哪一方面，都不能使党史的研究成为科学。

a 详见胡华：《怎样教学革命史》，《清华学习》第2卷第2期（1950年3月18日刊印）；《胡华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b 胡华曾说：“实质上三十年革命史，是一部党史。所以离开了共产党，中国近三十年历史是无法讲的。”详见胡华：

《怎样教学革命史》，《清华学习》第2卷第2期（1950年3月18日刊印）；《胡华文集》第4卷，第284页。

c 《胡华文集》第4卷，第331页。

d 《胡华文集》第4卷，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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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华进一步强调，如果党史的研究和讲授只是单纯地搜集和考订一些历史材料、堆积和叙述

一些历史现象，既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来正确地分析和总结历史现象，又不

能正确地阐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指导革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那么这样的党史研究就是史和论的脱节。没有理论的支撑，党史研究也不能成为科学。同样，如

果党史的研究和讲授，只是空洞抽象地叙述一些各个历史时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篇著作

的一般内容，脱离了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或者只是“以论带史”附带地讲到一些历史事实，那么

这样的党史研究，也是论和史的脱节。没有党史事实叙述，理论也就显得概念化、公式化，同样

不能成为党史科学，顶多只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主要文件、政策的摘录和汇编a。

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求真求信，需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历史现象，一是历史本质。

历史现象的真相，可以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考证等进行描述、说明。历史本质的真相，则需要

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或者说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进行分析。研究历史的正确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而研究中共党史的正确理论，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产物，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紧密相连。因此，中共党史的

一些本质问题，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才能走

向科学。胡华对中共党史（不是其他历史）研究中的史论关系的论述，是实事求是的。不能以论

带史，不能有史无论，不能有论无史，而是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应该是研究中共党史比较好的

方法。

建设科学的中共党史学科的提出，表明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已在向科学方向发展。程毅在

《我对党史和“国史”编写原则的一些意见》中，也对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理论研究问题提出合理

的意见，认为党史研究既要有历史史实的叙述，又要有理论上的阐述。有的研究者在编写或讲授

党史时，只是讲些表面的事情，说说某年某月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人听起来，只是一些史料的堆

集，是历史史实的流水账；也有的只讲革命和建设的成绩，看起来好像成绩的获得是很容易的，

从中却受不到什么教育。史实、成绩要讲，但要讲成绩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取得伟大成绩。讲

史实，还要讲理论，讲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因为我们的责任不是向我们的青年一代和后代子孙报

账，不是光叫他们知道我们的党和革命前辈做了些什么，而是要通过历史，叫他们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而提高共产

主义觉悟，学到本领，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b。这里说的就是史和论的结合，就

是要有史有论，要让人知道是什么，也要让人知道为什么，要让人通过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

1957年鲁江发表《对“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的一些意

见》，对《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提了些意见，探讨了通史、

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关系，并提出应该把中国革命史课程改为中共党史课程。文章说：就全国范

围来说，从“五四运动”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是存在着三门课程，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

和“通史”。在党校里开的是“中共党史”，一般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也大都是学党史。而

在高等学校里的政治理论课则是“中国革命史”，此外在一部分系科中，还要讲授这一段的通史，

因而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内容重复，就成为一个事实上难于避免的矛盾。同时，高等学校里所开的

a 胡华：《关于党史课的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5期。

b 程毅：《我对党史和“国史”编写原则的一些意见》，《历史教学》1959年第3期。以下引用此文，均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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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史”，虽然其基本内容和“中共党史”没有显著区别，但是由于名为“中国革命史”，因

而也就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某些问题或材料，从而也就相应地加重了这方面的困难。而又由于革命

史和通史这两门课程之间，在讲授时间上相差并不太多，而且也不应该和不可能太多，因而这种

矛盾、困难就更加显得突出一些。所以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希望高等教育部能够

考虑把高等学校的“中国革命史”课改为“中共党史”a。鲁江这篇文章探讨了与中共党史学科建

设相关的问题，而且把学科建设与科学事业的发展相联系，是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对1958年中

国人民大学成立中共党史系，对1959年以后高校开设中共党史课，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于党史的分期问题，《学习》杂志编辑部在《评各地报纸关于党的三十周年的纪念宣传》

中，对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关于党史和革命史的分期，各地报纸上说法还不

一致。以后应一律根据胡乔木同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的分期。在党史和革命史中某些习

用的但是不够科学的名称，如‘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爱国自卫战争时期’等等，

以后也应当避免使用。因为第一，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规模都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的规模更大，大革命一词不应当用来专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土地革命并

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所特有的内容；第三，自卫战争一词只能适用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

第一年，不能描写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而爱国也不是这一次战争专有的特点。”b这里谈

的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尽管这篇文章对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

的看法有局限性，但这是较早的探讨中共党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对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理论问题的

开展具有积极作用。

对中国现代史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中共党史的理论问题研究，如在教育部和

历史三所联合召开的中国现代史工作讨论会上，对陈独秀等历史人物怎么评价，大家认为：1、

须从分析当时具体的事实中，叙述人物活动的曲折历程。2、须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要求、

历史主义地评断人物的功罪。再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应该看作是敌人还是

朋友？大家认为：蒋介石集团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是革命的对象，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

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升降的变化，它被迫抗日，因而我们把它作朋友看待；然而又由于它的

两面态度，我们把它的抗日方面作为朋友，把它的反共投降方面作为敌人，但就抗日战争时期说

来，我们不把它作为主要的敌人，而是争取联合它作为对付共同敌人的朋友，不过又须牢记住这

是个“同床异梦”的朋友。因此，必须辩证地对待这个问题，如果简单的回答是敌是友，都是不

妥当的。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c。这里提到的对陈

独秀的评价原则和方法，实际上也是对中共党史人物的评价原则和方法，大家认为须从当时具体

的事实出发、历史主义地评断人物的功罪，这样的看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提到对抗日战争时期

蒋介石集团的评价，“必须辩证的对待这个问题”，这样的看法也是合理的。历史主义的原则和

方法，辩证分析的原则和方法，是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原则和方法，也是科学的中共党史研究

的必要原则和方法。

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起着

火车头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中共党史理论研究，其正确的部分，引导了日后中共

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本文作者　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江苏　223001）

a 鲁江：《对“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的一些意见》，《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6期。

b 《学习》杂志1951年第四卷第9期，第33页。

c 孙思白：《教育部和历史三所联名召开的中国现代史工作讨论会概况》，《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


